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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政策精英”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那些以非专业人

士为听众的 ,旨在影响公共意识的政策批评者”(Posner , 2001:35)。比较二者可以看出 ,

政策精英的影响对象比公共知识分子更宽泛一些 ,因为前者不仅针对普通公众 ,其更多

的影响对象是政府决策者和其他社会精英层 ,但政策精英又不能涵盖后者的全部 , 因为

政策精英的主要工作是政策研究与倡导 , 而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不从事研究工作的记

者 、公益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文体明星。如《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影响中国的 50名公共

知识分子”中 ,有许多就不属于“政策精英”(《谁是公共知识分子》 , 2004)。

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本:
基于结构主义视角的分析

＊

朱旭峰

提要:社会资本理论一直受到功能主义观念的困扰 , 本文为解决社会资
本理论逻辑上同义反复和观测上自相矛盾的困境 ,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结构主
义视角———社会资本应该用网络的结构来定义 , 而不是网络的功能。根据结
构主义视角的研究路径 , 本文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网络整体结构和网络阶
层结构进行了分析。通过 2004 年对全国 25 个省 、市 、自治区具有代表性的
301名政策精英的调查发现 , 分别体现身份标识 、人际交往能力 、个人努力三
方面交往过程中个人特征的教育 、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 、行政级别和交往投入
都对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贡献。而且 ,由于与社会不同阶层人群交
往时存在“准入门槛”的差异 ,上述因素的贡献具有明显的梯度结构的特征。

关键词:社会资本　政策精英　结构主义视角　中国思想库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政策精英群体 。“政策精英”这一概

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米尔斯《权力精英》(Mills , 1959)一书中的“精英

理论” 。简单地说 ,精英理论认为政策是由少数有权势的精英决定的 。

之后 ,戴伊又将权力精英逐步扩展到新闻制造者 、大律师 、基金会组织

负责人 、思想库的负责人以及美国名牌高校的校董事(Dye , 1986 、1987 、

2001)。而所谓的政策精英
①
就是那些思想库的负责人。他们虽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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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拥有决策权 ,但是少数能够通过政策研究的成果影响政策决策

的知识分子群体(Smith , 1991)。本文所界定的政策精英是中国思想

库① 的负责人。在中国 ,政策精英群体的总体规模本来就非常小 , ②

他们通常只被视为一个政治学概念而用于进行历史性的研究 , ③ 特别

是由于这个群体身处精英阶层 ,用常用的调查问卷方法研究他们的社

会学形态远比研究城市居民或农民这类群体来得困难 ,中国的社会学

家们至今也没有涉足过该领域 ,所以 ,研究政策精英群体不仅对认识中

国政策决策过程和民主化进程极为重要 ,其本身也是对社会学研究领

域的重要拓展。

对于力图实现影响力的政策精英来说 ,社会资本是非常重要的 。

在对权力精英们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后 ,多姆霍夫和戴伊发

现 ,这些精英具有相似的家庭出身 、受过程度相同的教育 、有相同的种

族和性别 、参加相同的俱乐部 、去同一个地方度假 ,等等 ,从而进一步揭

示了他们之间亲密的纽带关系(Domhoff , 1983;Domhoff &Dye , 1987)。

而那些政策精英们与向自己和所在的机构提供资助的人之间的网络使

得他们能够影响公共政策(McGann , 1996;Abelson , 2002)。既然网络

如此重要 ,而且处在中国这种注重“关系”的社会中(陆德泉 ,1991;孙立

平 ,1999),因此 ,中国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及其成因就成为了政策精英

研究的重点。本文的主旨就是 ,在重新建构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社会资

本理论的基础上 ,研究中国政策精英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网络(主要是

精英社交网络)结构 。

一 、社会资本的结构主义视角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从一开始就和社会网络分析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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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特别是这些研究大多是西方的 ,并且常常伴随着对中国政治民主的批评 , 因而很少在国
内流传。 如美国史学家高曼就专门进行过中国政策精英的研究(Goldman , 1981 、1994 、

1996 、1999)。

2003年《全国软科学统计报告 2001-2002》的数据校正结果显示 ,中国登记在案的思想库
共有 1124家 ,也就是说 ,按照我们所定义的中国的政策精英群体的总规模应该与此数字

相当(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 2003)。具体校正过程请见本文“研究设计”部分。

所谓“中国思想库”是“相对稳定的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有关这一定义
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过程 ,请参见薛澜 、朱旭峰 , 2006。



不解之缘。从最初布迪厄将社会资本① 的概念应用到理解个人成功

的社会学分析开始(Bourdieu , 1984 、1986;布尔迪厄 、华康德 ,2004),20

多年间 , 科尔曼(Coleman , 1988)、伯特(Burt , 1992 、 1997)、普特南

(Putnam , 1993 、1995)、波茨(Portes , 1995)、哈根(Hagan , et al., 1995 、

1996)、林南(Lin , 1982 、1990 、1999a 、2001)、边燕杰(Bian , 1997;Bian &

Ang , 1997;Bian et al.,2003;边燕杰 ,2004;边燕杰 、丘海雄 ,2000),以及

帕克斯通(Paxton , 1999 、2002)等众多学者不断将社会资本的网络概念

及其应用维度进行拓展 ,使其进入了家庭和青年行为问题 、学校教育和

社会教育 、社区生活 、工作和组织 、民主和政府治理 、集体行为问题和经

济发展等七大研究领域(Woolcock , 1998)。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 ,过

分地扩展该概念其实对社会资本理论本身的启发式价值(heuristic

value)是有损害的(Portes , 1998)。因此 ,在讨论具体的政策精英的网络

结构前 ,本文提出了基于“结构主义”的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 ,目的有

三:1.简化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网络分析过程中纷繁复杂的话语分支;2.

强化社会资本理论与网络分析之间的联系 ,从而回应一些学者对社会

资本理论的网络分析路径存在的质疑②;3.修正造成上述两个问题的

根源:社会资本理论本身的“功能主义”倾向。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功能主义困境

所谓功能主义就是指 “根据它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

(Coleman , 1988),这就意味着 ,只有那些可以用来提高所研究的特定功

能绩效的东西才能被称为“社会资本” 。这一思路被长期沿用 ,如普特

南认为那些能够提高政府制度绩效的诸如信任 、规范和合作网络的公

民传统就是社会资本(Putnam , 1993:ch.6)。而在探讨不同国家的民

主进程时 ,帕克斯通将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那些对民主有帮助

的网络 ,如志愿者社团 、信任 、国际非政府组织等(Paxton , 2002)。

那么 ,功能主义倾向对社会资本理论来说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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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史密斯和克林卡指出 ,网络分析最初和社会资本理论并不相关 ,可是如今网络似乎已

经成为社会资本的代名词了。他们认为 ,社会资本概念的宽泛性使我们难以认识网络和
关系复杂的交互作用 ,这是研究社会资本学者们的意识形态造成的。针对这一现象 ,用

社会容量(social capacity)来代替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显得更为恰当(Smi th et al., 2002)。

虽然早在 1916年就有关于社会资本的表述(Hanifan , 1916),但直到布迪厄才把这一概念
相对明确。



首先 ,功能主义网络造成在研究网络时的同义反复。社会资本理

论学者们总是用他们希望研究的功能来定义网络 ,认为社会资本就是

那些能够实现如此功能的东西 。虽然这样做基本可以说清楚社会资本

大概是什么 ,但当我们研究社会资本对这样的功能所起的作用时 ,逻辑

上的同义反复就发生了。这一同义反复体现在当研究者抽象某种网络

时 ,事先要甄别某一网络成员对指定功能是否起作用 ,然后将那些对功

能有贡献的成员纳入网络之中 ,因此 ,传统的社会资本分析过程中就出

现了纷繁复杂的网络概念 ,如“求职网” 、“借贷网” 、“情感倾诉网”或者

“技术咨询网” ,等等 。在这种逻辑下 ,既然在考察网络成分时学者们已

经精心挑选了那些确实对网络功能有贡献的成员 ,那么这些成员所构

成的网络具有这样的功能就成为不言自明的 ,因为那些不起作用的东

西已经被排除在社会资本的定义之外了 。这就造成了目前研究社会网

络的学者们通常只是在上述逻辑体系内“自问自答”的现状 ———只有那

些能被称之为“社会资本”的东西才能被叫做“社会资本” 。①

其次 ,功能主义视角使许多网络理论无法在社会资本观测上实现

统一 ,从而引起社会资本理论的自相矛盾 。如当我们把“网络强度”作

为社会资本测量的标准时 ,不同类型的行动在社会资本的网络强度测

量口径上是矛盾的。社会资本理论将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

(instrumental action)和表达性行动(expressive action)。工具性行动是指

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行动 ,工具性行动的方法和结果是分离的 。

典型的工具性行动如寻找工作或找人。对于工具性行动 ,社会学家曾

一度坚信“弱联系”对获得成功具有比“强联系”更大的作用 。格兰诺维

特著名的“弱联系假设”认为 ,在个人的网络关系中 ,能够提供有重要意

义的求职等信息和帮助的关系并不是那些亲密或熟悉的人(强联系),

而是那些较疏远的人(弱联系)。因为强联系代表着同质性 ,弱联系代

表着异质性 ,弱联系能够提供更多新的有价值的信息(Granovetter ,

1973 、1982)。社会资源假设认为 ,工具性行动的成功概率与社会资源

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而弱联系的运用对社会资源具有正相关作用(L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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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技术上讲 ,社会学研究者们通常用“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设计有针对性的问卷

去调查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网络。如当问及有关求职的问题时 ,问卷中就会提出“找这

份工作的过程中 ,您大概找过多少人帮忙 ? 这些人中都有你的哪些关系”等问题(赵延
东 ,2001:125)。这种调查方法不仅容易使一些弱联系被遗漏(Lin , 1999b),而且回收的数

据中自然就剔除了那些对该功能无关的网络成员。



1982 、1990)。所以 ,工具性行动的成功需要将社会资本的测量定义为

弱联系的多少。相反 ,表达性行动是指为了自己的兴趣而进行的行动 ,

表达性行动既是方法也是结果 。典型的表达性行动如向别人倾诉感情

(Lin , 2001:58)。对于以完成表达性行动为功能的网络来说 ,强联系

成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的更大源泉 ,因为它们需要行动的施加者和接受

者之间在社会经济特征 、生活模式和态度上存在同质性 。因此在表达

性行动上 ,强联系则被作为了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 。

即便研究的是人的同一种行动 ,矛盾也同样无法避免。如工具性

行动在强弱联系的特征上表现出东西方国家间的差异 。在西方人的求

职过程中 ,弱联系的使用比强联系更能获得求职成功 ,因此个人所拥有

的弱联系越多其社会资本就越大。而边燕杰在中国和其他华人社会中

发现了相反的证据 ,他发现由于中华文化的特点 ,恰恰是社会网络的强

联系在个人求职过程中能起到关键作用(Bian , 1997;Bian &Ang ,

1997),因而在这里 ,社会资本则变成了那些个人所拥有的强联系了 。

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以“网络位置”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观测过程

中。研究者们认为网络位置在个体获得资源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 ,因此网络位置是观察社会资本的关键。林南认为 ,社会中的资源

是呈金字塔型分布的 ,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人拥有资源的情况类似 ,而

处于更高层的人拥有资源更丰富;网络中的社会地位越高 ,其社会资本

越丰富(Lin , 1982),这些更高网络地位的占据者拥有的社会资本也越

高。而伯特认为在网络中存在联系的相对缺乏 ,也就是网络中的“结构

洞” 。在具有“结构洞”的网络中 ,结构洞位置的占据者处于竞争优势 ,

因此 ,在有结构洞的网络中 ,社会资本并不是由网络地位的高低 ,而是

由与结构洞位置的距离来确定的(Burt , 1992)。韦格纳提出了网络结

构中相对位置的概念 ,他认为行动者应该尽量从处于更高地位的关系

人那里获得资源 ,因此在同一社会地位之中但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人

应该是那些与其网络上层具有弱联系的人(Wegener , 1991)。这样 ,网

络位置就不再是绝对位置 ,而具有相对位置的概念了 。要观测基于这

一观点的社会资本 ,就变得比其他方案复杂得多了 。

(二)结构主义视角

回顾整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轨迹 ,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不断地

且不彻底地“去功能主义”的过程:后面的学者总是批评前人在定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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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时带有功能主义色彩 ,但又无法最终摆脱功能主义的沉重包袱 。

如林南曾一再指出科尔曼不应该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来下定义(Lin ,

1999a 、2001),但他给出的“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有望获得回

报的投资”(Lin , 2001:19)定义也无法避免功能主义的嫌疑 。

然而 ,学者们的努力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 。有迹象表明 ,社会资本

的概念正在逐渐独立于网络功能而存在。如在关于职业流动的研究

中 ,莫尔就对个人的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产生了怀疑

(Mouw , 2003)。而史密斯(Smith , 2005)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那些长久

滞留在贫困线上的城市黑人并不是因为缺乏可接近的职业救助网络而

是因为社会资本没有得到充分激发(activation)。上述两项最新的研究

表明学者的一个基本认识:能被称为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已经不再意

味着肯定具有诸如“找工作”这样的功能了。

此外 ,另一个迹象不得不被我们关注 ,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分析已

经逐渐在社会资本理论的前沿中凸现 。如在延续了伯特关于“社会资

本的网络结构”的分析后(Burt , 2000),边燕杰在他近期的文章中将社

会资本直接定义为网络规模 、网络顶端 、网络差异和网络构成四个维度

(边燕杰 ,2004)。但是 ,从目前的理论演进过程看 ,学者们仍然对是否

真正抛弃功能主义观念持观望态度 。如为准备抛弃功能主义观念做出

最大努力的边燕杰首先创造了“社会网络资本”(边燕杰 、李煜等 ,2001)

这一概念作为摆脱现行社会资本理论困境的策略 。运用社会网络资本

的概念 ,学者们可以将研究的话题直接指向网络结构 ,从而有效规避功

能主义的社会资本在概念上的逻辑缺陷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因为担

心自己的社会资本结构观与传统的功能观冲突 ,作者采用了学术话语

的变通。然而事实上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回事 ,在“社会网络

资本”的术语被提出之后的几年里 ,包括边燕杰本人在内的不少学者 ,

都已经把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资本视为一物了(赵延东 ,2002;边燕杰 ,

2004)。只有曾尖锐批评过社会资本的功能主义缺陷的张文宏仍谨慎

地使用着“社会网络资本”这一术语(张文宏 , 2003 、2005)。

笔者的观点是 ,解决社会资本逻辑上同义反复和观测上自相矛盾

困境的方法 ,就是彻底地放弃功能主义 ,也就是将社会资本的结构 、使

用和功能这三个相关概念完全独立 。社会资本就是那些可以被人们使

用的社会网络的“结构” ,这些网络结构虽然可能带有某种功能 ,但这种

功能不是社会资本本身 ,而是社会资本使用后的结果 ,或者说是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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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结构的使用所得到的回报。这里的“使用”是林南所指的“通过有目

的行动中的个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或动员”(Lin , 1999a),而这里所说

的“回报”就不再像传统的社会资本理论中那样显然是正向的了 。我们

仍以个人的求职过程为例 ,上文已经提到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弱联系假

设 ,在西方人们的求职过程中 ,使用弱联系这种网络结构更容易获得成

功 ,而边燕杰在中国的研究发现了反例 。那么 ,我们不能称西方人求职

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就是其拥有的那些能够换得求职成功的弱联系的数

量 ,而到了华人社会 ,求职者的社会资本又被定义为强联系的数量。在

笔者看来 ,这里联系的强弱状态就是网络结构的一个维度 ,而我们应该

用强弱联系的特征参数(视研究需要 ,这一特征值可以是数量的绝对

值 ,也可以是强弱联系间的比例)去表述社会资本的这一维度。西方人

和东方人在求职过程中运用的社会资本在概念上是统一的 ,而区别在

于不同网络结构的使用效率上的差异。这样 ,网络结构就成为判断个

人从网络获取各种回报的可能性的统一尺度 ,如果我们将社会资本视

为网络结构的话 ,社会资本理论的“结构主义视角”也就应运而生 。

基于结构主义视角的社会资本 ,应该被定义为嵌入于个人(或组

织 、地区等)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的结构。社会资本的结构观假设 ,所有

网络结构对旨在获得任何一种功能回报的行动成功都具有直接的 、间

接的或潜在的作用。至于探讨这些结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样的

网络结构对什么功能更有利进而研究如何使用社会资本以追求更大的

功能 ,并不应该是社会资本定义内的范畴 ,而是我们社会资本理论研究

中的核心课题。这样的定义使我们有可能找到社会资本中对功能没有

作用甚至具有负面影响的某些结构 ,并且有助于我们通过研究开发那

些网络结构所具有的潜在功能 ,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过在网络中

使用社会资本而获得行动成功的机理。

(三)结构主义社会资本分析的两个层次

1.网络的整体结构分析

由于网络结构的微观特征非常复杂 ,精确地描述每个个人网络中

的所有成员与连接的详细情况对社会学研究来说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

因此 ,社会学家和网络分析家们设计出一些能够反映网络微观结构的

参数去描述网络的整体特征 ,如网络规模 、网络密度 、网络位置 、网络强

度 、网络异质性 、网络顶端 、网络范围 、资源构成(合成资源 、平均资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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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资源),等等(详细方法参见 Lin , 1986 、2001;Burt , 2000;Lin , et

al., 2001)。在结构主义视角下 ,社会资本的整体分析就是将网络整体

结构形成的原因 ,通过设计网络结构参数 ,来研究人们所拥有网络的不

同结构形态对各种功能在绩效上的影响 。在所有结构参数中 ,网络规

模是所有其他参数的基础和统计起点。已有很多研究表明这些网络的

结构参数在水平上的变化能够带来绩效水平上的相应变化 ,同时 ,又有

很多学者对造成这些网络整体结构差异的原因进行过分析 。①

2.网络的阶层结构分析

结构主义视角得以将原先支离破碎的功能网络进行整合 ,从而使

系统性的社会资本的阶层结构分析成为可能 。结构主义视角的社会资

本理论认为 ,任何网络结构都可能给功能带来直接的 、间接的或潜在的

影响 ,这些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个人社会网的结构资

源都具有潜在 、经过使用后获得某种功能的特质。而在更多情况下 ,个

人在社会网络上的投资并不期待某种特定功能的即时回报 ,他们维持

并扩展目前的网络结构更多是以备不时之需。因此 ,我们不能把人们

所拥有的网络机械地割裂为不同的功能网络。所以 ,将个人的社会资

本根据诸如求职网或技术咨询网等功能进行划分远没有将社会资本放

到整个社会结构去分析来得合理。社会网络分析和阶层结构分析曾一

度被认为是分析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范式 ,直到功能主义的社会资本

理论逐渐向结构主义过渡时 ,网络的阶层分析才得以成为一项探索性

的工作 。这里要感谢福兰克和安本(Frank &Yasumoto , 1998)、林南

(2001)、张文宏(张文宏等 , 2004;张文宏 ,2005)等人的努力 ,他们把人

的行为 、所在的阶层和社会结构等领域同社会资本联系到了一起 。继

承他们的研究思路 ,将网络的阶层结构分析纳入网络分析体系就成为

结构主义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

网络的阶层结构分析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研究身处不同社会阶层

群体的网络特征差异 ,这就需要将研究对象根据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细

分;另一种是研究同一社会网络的各阶层结构的特点 ,这就需要将社会

网络根据网络成员所在的社会阶层进行结构化细分。本文对中国政策

精英这一特殊人群的研究采用的是第二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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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研究假设

政策精英群体的网络形态是对结构主义视角下社会资本理论进行

实证研究的最佳诠释 。这是因为 ,与其他任何群体不同 ,这些人行为的

最终目标是影响政策决策 ,经济上的回报对他们来说相对次要(薛澜 、

朱旭峰 ,2006)。这一使命使他们将精英网络作为实现多元化复杂功能

的资源:政策精英作为研究者 ,通过网络学习知识并产生政策思想;作

为思想倡导者 ,他们通过网络传播政策理念 ,说服政府官员采纳建议;

作为决策咨询机构的负责人 ,他们通过网络获得咨询项目 、研究合同和

经费资助 ,以维持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因此 ,从政策精英获得社会资本

的目标来说 ,他们远比同处精英阶层的企业家(经济精英)的源于纯粹

“经济动机”的网络行为要复杂 。并且 ,政策精英建立并巩固精英网络

有时是对那些不明确的功能主义目标的投资 。这就意味着他们经常会

从事一些看似对实现政策影响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为 , “因为你不知道他

什么时候会对你有什么帮助” 。①

我们可以根据政策精英们所在机构的体制特征将他们分为“半官

方政策精英”和“民间政策精英” 。中国的思想库就分为两大类:以事业

单位为主的“半官方思想库”和以民办非企业法人 、企业和高校研究机

构为主的“民间思想库”。② 半官方思想库是那些由国家机关举办或其

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事业单位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民间

思想库没有过多的政府背景 ,它们通过其他途径筹集到机构成立之初

的启动资金 ,如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时的资金来自北京大象文化有限

公司(卢跃刚 ,2003),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的种子资金来自于

福特基金会(Ueno , 20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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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曾经有人提出过“中国官方思想库”这一概念(Shai &Stone , 2004),但是笔者认为, 政府内

的官方研究机构和思想库的区别在于 ,政府内诸如政策研究室这样的机构是政策决策过

程的直接参与者 ,其人员经常直接参与政府政策文件的起草 ,这种职能其实和思想库这
种主要以政策研究作为决策咨询的职能有显著差异 ,因而不存在“官方思想库”这一概念

(详见薛澜 、朱旭峰 , 2006)。

一位政策专家在和笔者交流时这样说道。



(一)网络的整体结构分析

根据结构主义视角 ,我们来分析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本形

成。由于研究对象的职业同质特点 ,我们主要以网络规模这一基本结

构参数为基础 ,提出 4个假设。

1.网络投资

可以预期 ,对社会资本具有显著作用的是政策精英们用于社会交

往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因此 ,我们假设 ,政策精英投入于社会交往与

联系上的时间越多 ,他们的网络规模越大。

2.知识运用的能力

这一假设主要探讨专家知识的运用和社会资本的关系问题 。关于

政策过程中知识运用的研究已经表明 ,知识运用有助于专家开发政策

共同体中与官员的连接与网络(Garrett &Islam , 1998)。而从反映知识

运用能力的知识结构来看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也认为教育是个人能力

的前提(Blau &Duncan , 1967;Lin &Bian , 1991)。在中国的知识分子

阶层 ,知识背景在社会交往中具有更加丰富的意义。作为知识运用能

力的两个指标 ,学历和海外学历在知识分子的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作

用。如学历越高 ,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 ,也就意味着认识的校友和学友

越多 。而拥有海外学历还意味着他们成功地掌握了在陌生环境中生存

和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各种人群交往的技巧。

边燕杰等认为 ,教育经历还是社交网络的“准入基础”(Bian et al.,

2003)(它可以被形象地比喻为“敲门砖”)。而在以政策思想交流作为

主要功能的政策精英的网络中 ,他们的知识背景更是具有一种身份标

识作用。①因此 ,我们假设:政策精英的知识运用能力对他们的网络规

模具有提升作用 。

3.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

职业流动体制稳定论题讨论的是政策精英的职业流动和他们社会

资本间的关系问题。所谓“职业流动的体制稳定性”变量是指政策精英

上一个工作单位的体制结构是否与现任岗位相同 。

不少研究将职业流动能够提升社会资本作为丝毫不怀疑的假设 。

如边燕杰认为 ,企业家如果在政府或跨行业的企业工作过 ,能够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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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这一假设类似 ,我们还能有这样的预期:企业家在社会交往中的准入基础更多的来自

于拥有的财力而不是知识运用能力。这有待今后进一步相关研究的出现。



的社会资本具有直接的提升作用 ,所以他甚至将这两项指标直接用于

描述企业的社会资本(边燕杰 、丘海雄 ,2000)。依照这一逻辑 ,如果政

策精英的前一个职业和现在工作单位在体制上存在不同 ,那就意味着

这种职业流动使他们可以在不同领域认识更多的人 ,以至于能对他们

的社会资本带来促进作用 。但能否真的这样类比是值得怀疑的 。虽然

职业的跨体制流动可以有机会让个体接触到更多的人群 ,但我们需要

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选择更换不同体制单

位的职业呢?

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对“离职意愿”和“组织认同”的研究由来已

久。多年来对于工作者的组织行为研究认为 ,工作者愿意继续在一个

组织内工作的基本要素是接受组织的目标和价值(Mowday , et al.,

1979),或者是对组织价值的认同和依附(Meyer , et al., 1993)。有研究

表明 ,在组织内部人际网络的沟通情况对工作者的离职意愿影响很大 ,

更可能离职的工作者都是那些在组织中网络连接程度不强的人

(Feeley , 200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诚 、关系 、报恩思想对中国员工

的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Wong , et al., 2001)。因此在中国 ,只要工作

让自己满意 ,工作者就会更愿意呆在原来单位里。我们曾经调查过几

个研究机构的个案 ,发现政策精英如果产生了跨体制的职业流动 ,或者

是因为他们对原来体制的组织价值认同不足 ,或者是因为在那个组织

中人际网络联系不强 ,或者是由于本人个性相对特立独行 ,或者是由于

某些原因官员被边缘化之后被组织安排到政府外的研究单位中 。因

此 ,对中国的政策精英来说 ,他们从别的体制组织调换到现在的研究机

构中任职并没有带走原有单位的人际网络 。相反 ,没有脱离原单位体

制而仅在相同体制不同单位间流动的专家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网络。

综上 ,我们假设:政策精英的职业体制稳定性越高 ,他们的社会资

本网络规模也越大。

4.行政级别

半官方政策精英由于所处的研究机构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属性 ,

作为机构负责人 ,他们本人也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即便是那些目前

不具有行政级别属性的民间思想库的政策精英们 ,很多在过去也是政

府官员或某些研究型事业单位的负责人 。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 ,这

些人的行政地位将成为跟随他们多年的社会身份标识 。在我们研究的

政策精英中 ,较高的行政级别会带来更多社会交往的优势 ,并能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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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更高行政级别的官员 ,而且在各种社会活动场合中也被别人给

予更多的尊敬。因此 ,我们可以假设:行政级别越高 ,政策精英的社会

资本网络规模也越高 。

行政级别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层网络中的位置指标 ,这就意

味着 ,行政级别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当然 ,更多的社会学家将其看

作一种政治资本)。本研究将行政级别看作是一个自变量去影响社会

资本的网络规模 ,但作为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产物 ,行政级别的

高低和本研究中的其他自变量也是相关的 。① 因此 ,本研究在实证部

分设计了专门的模型以考察行政级别的多重共线性是否会影响到整个

模型中其他变量的独立解释力 。

(二)网络的阶层结构分析

虽然传统上转型期的社会分层理论主要根据职业和收入对社会结

构进行阶层细分 ,但是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那些身处政策过程的政

策参与者 ,因此根据政策过程与社会结构理论(Galtung , 1965;朱旭峰 、

苏 ,2004),我们将政策精英的精英社交网络细分为三个阶层:政治精

英(政府官员)子网络 、社会精英子网络和媒体子网络。

1.身份标识贡献的梯度

认识不同阶层的人群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我们预期在科层化的

社会结构中 ,越接近高级别精英 ,其难度越大 。我们将这一阶层结构的

特性称为“准入门槛”的梯度 。因为准入门槛梯度的存在 ,政策精英要

认识不同级别的精英群体需要一定的身份标识作为准入基础 ,因此 ,身

份标识的贡献也存在着梯度差异。因而我们就有关于身份标识的贡献

梯度的假设:依附于政策精英的身份标识 ,如学历 、海外学历 、行政级别

等 ,它们对网络阶层结构的作用规律是 ,随着网络成员的阶层级别升

高 ,身份标识的贡献越明显。

2.交往投资回报率的梯度

我们讨论政策精英个人努力的投资回报 ,也就是研究在身份标识

相当的时候 ,政策精英们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和经历的投资所获得的

网络规模增长的边际效应是多少 。由于准入门槛的梯度存在 ,我们假

设 ,在增加同样程度的社会交往投资的情况下 ,结识更高级别人群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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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社会资本的回报要比认识较低级别人群的回报小 。也就是说 ,社

会交往投资的回报率随着结识对象级别的增高而减少 。

3.职业流动效应的梯度

表征政策精英性格亲合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职业流动的体制

结构稳定性 ,在不同社会阶层人群间的效应也存在梯度 。由于准入门

槛的存在 ,当需要结识更高级别人群时 ,亲合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

作用相比身份标识的作用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特别是 ,在中国 ,仅依

靠人际交往能力有时根本无法接近那些高级政府要员 。因此 ,我们假

设 ,职业流动稳定性对社会资本的贡献 ,随着结识人群级别的提高而逐

渐减小。

三 、研究设计与变量

(一)研究设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作者 2004年 9-11月对全国政策研究机构负责

人的大规模机构调查。在本次调查中 ,作者获得中国科技部的帮助 。

科技部软科学组织处向我们提供了 2003年软科学调查统计时登记的

所有 1634家软科学研究机构名录与地址。我们再将过去从各种渠道

搜集到的数十家未进入 2003年统计的思想库(主要是一些民间思想

库)名录和上述 1634家软科学研究机构作了并集。原始底册共有 1655

个机构名录和地址。然后 ,我们根据中国思想库的定义对它们进行筛

选 ,剔除了 531个机构(主要是《全国软科学调查统计报告》中国家机

关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三类组织)。最后的底册数为 1124家机构 。

本次调查就是向这些机构负责人的全样本问卷发放。

本次调查共有来自全国 25个省(市 、自治区)的 301名政策精英回

复了有效问卷 ,而且受访者填写问卷非常认真 ,所有回收问卷中数据缺

失的很少。样本回收率为 26.78%。由于本次调查属于自愿反馈型抽

样 ,因此在统计之前 ,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是验证本次调查是否科学的重

点。详细的代表性分析参见附录A 。

(二)因变量: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 。我们将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分为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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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网络。

政治精英子网络:我们设计了 4个问题:“认识省部级以上官员人

数” 、“认识司局地级官员人数”和“认识其他政府机构人员和其他单位

负责人人数” 。这里的“认识” ,我们在问卷中规定:“最低条件是第一次

见面后 ,第二次见面时可以交谈” 。我们将网络中认识人数分成五档:

10人以下 、10-50人 、50-100人 、100-200人和 200人以上。回收数

据中分别取每一档的中位值 ,分别定义为5 、30 、75 、150 、200。

社会精英子网络:我们用政策精英所参加的学术或社会组织的个

数来表征其社会精英网络的规模。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除了在本机

构任职外 ,其他社会或学术兼职有多少个 ?”和“除了在本机构任职外 ,

您参加的其他社会组织有多少个 ?”在这两个指标中 ,政策精英具有的

兼职身份 ,比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社会专业组织的理事 、杂志

社编委 、企业的独立董事或其他重要岗位 ,等等 ,显然门槛更高 ,因为

“兼职”需要受访者与该社会组织签订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媒体(公众)子网络:我们用政策精英认识的新闻媒体单位人员的

人数作为媒体子网络的规模。指标值的设计同“政治精英子网络” 。

上述指标同样体现了两种网络状态 ,一是在社会联系中的人际网

络;二是个人作为社会组织成员的稳定联系(边燕杰 、丘海雄 , 2000)。

我们考察政策精英所拥有的网络规模时 ,不能简单地将各个分指标相

加 ,这是因为不同指标单位不一样 。而且 ,由于认识不同人群的个数相

互间存在相关性 ,必须将这些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我们采用分步的因

子分析法 ,对网络规模进行主成分分析 。第一步 ,将表示人际网络规模

的政治精英子网和媒体子网的 4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同时将表示

个人作为社会组织成员身份的精英子网的两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第二步 ,将两个合成后的因子进行第二次主成分分析 ,得到标准化的总

网络规模因子。因子分析过程参见附录 B 。

(三)自变量

1.社会交往投入

用于社会交往投入的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比例 。我们调查了每

个机构负责人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占其工作时间的比例这一指标。在

问卷中 ,消耗时间定性地分为四个档次:非常多 、多 、一般 、少 ,分别定值

为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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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运用能力

高学历和海外归国的身份都是典型的知识运用能力指标和身份标

识。我们用负责人的“学历”和“是否具有海外学历”作为评价该政策精

英知识运用能力的指标。① 我们假设学历越高 ,专家的知识运用能力

就越高 ,而且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专家更具有知识运用的能力。学历分

为三个水平:博士 、硕士和硕士以下。我们将“硕士以下”作为参考值 。

对于海外学历 ,是=1 ,否=0。

3.职业流动稳定性

这一变量考察的是政策精英从前单位与现在所在单位的体制结构

是否发生过跃迁 。在我们的调查中 ,设计了两个相关问题 ,其一是“您

来本机构前最近的一个工作单位是什么类型” ,选项分别有政府机关 、

研究所 、大学 、新闻机构 、其他(主要指企业等民间组织);其二是“您负

责的机构属于什么类型” ,选项分别有机关 、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

位 、企业 、社会团体 、高校研究所等 。我们设定 ,职业流动前后所在机构

体制相同或相似的为 1 ,机构体制发生跃迁的为 0。

4.行政级别

我们用政策精英的行政级别作为表示其网络地位的身份标识。在

问卷中 ,我们让受访者回答“您最高的行政级别(现 、曾)是什么” ,并且

设计了 4 个离散值:“部级或以上” 、“司 局 地” 、“处” 、“处级以下或

无” 。统计结果显示 ,部级或以上的只有一人 ,因此我们将“部级”和“局

级”两个值合并 ,从而确定了两个虚拟变项:“局级和局级以上”和“处级

以下” ,而“处级”作为参考值。

(四)控制变量

机构类型。政策精英所在机构的体制类型 ,事业单位(半官方机

构)=1 、民间机构(包括民办非企业 、企业 、高校下属机构)=0。相对应

的政策精英类型就是半官方政策精英和民间政策精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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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 ,职称也是反映专家知识运用能力的指标。但是 ,由于职称是根据组织规模和级

别按“编制”进行分配的 ,所以“职称”是机构的规模和级别 ,不是研究人员的学历和工作
年限比较严格的函数 ,因而不能作为专家个人的独立变量。因此 ,在我们反映知识运用

能力的变量中,没有采用职称作为描述知识运用能力的指标。



四 、研究结果与发现

有关自变量的统计量分析和相关系数矩阵参见附录 C。表 1 、表 2

分别是结构主义社会资本两个层次的分析结果。

　表 1　 政策精英社会资本的整体结构分析(OLS)

全体样本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半官方

政策精英

民间

政策精英

网络投资

　交往投入 .428＊＊＊ .433＊＊＊ .438＊＊＊ .450＊＊＊ .418＊＊＊

(.301) (.304) (.308) (.319) (.295)

知识运用的能力

　学历

　博士 .057 .090 .057 .251 -.138

(.027) (.042) (.027) (.102) (-.070)

　硕士(学士为参考项) -.008 -.015 -.041 .005 -.164

(-.003) (-.007) (-.018) (.002) (-.077)

　是否海外学成归国 .457＊＊ .377＊ .368＊ .077 .562＊

(.152) (.125) (.122) (.022) (.213)

职业流动体制稳定

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 .332＊＊＊ .411＊＊＊ .334＊ .313+ .338+

(.166) (.206) (.167) (.127) (.139)

　行政级别

　　局级和局级以上 — .482＊＊＊ .501＊＊＊ .586＊＊ .420

(.188) (.195) (.254) (.133)
　　处级以下(处级

　　　为参考项)
— -.346＊ -.359＊ -.203 -.440＊

(-.133) (-.138) (-.067) (-.193)

　　半官方机构(民间机构 — — -.149 — —

　　　为参考项) (-.074)

　模型其他值

　　常数项 -1.216＊＊＊ -1.290＊＊＊ -1.167＊＊＊ -1.405＊＊＊ -1.010＊＊

　　方程决定系数(R2) .158 .220 .223 .210 .236

　　调整后的 R2 .142 .200 .200 .170 .192

　　F 值检验 10.237＊＊＊ 10.903＊＊＊ 9.689＊＊＊ 5.276＊＊＊ 5.458＊＊＊

　　个案数 301 301 301 161 140

　　说明:不带括号数字为非标准化系数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化系数;

+:P<0.1;＊:P<0.05;＊＊:P<0.01;＊＊＊:P<0.001(单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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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政策精英社会资本的阶层结构分析(OLS)

政治精英网络 社会精英网络 媒体网络

省部级 司局级 其他官员 学术兼职 社团会员 媒体人员

　网络投资

　　交往投入 3.072＊… 6.204+ 14.816＊＊ 1.302＊＊＊ .900＊＊＊ 7.315＊

(.112) (.103) (.156) (.298) (.238) (.120)

　知识运用的能力

　　学历

　　博士 7.653＊＊ 16.157＊＊ 13.135 .065 -.615 6.239

(.183) (.177) (.091) (.010) (-.108) (.068)

　　硕士(学士为 4.503+ 8.637 7.887 -.257 -.428 -2.214

　　　参考项) (.102) (.089) (.052) (-.037) (-.071) (-.023)

　是否海外学成归国 5.947+ 12.224+ 4.480 1.401＊＊ .867+ -5.085

(.102) (.096) (.022) (.152) (.109) (-.039)

职业流动体制稳定

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 -3.080… .002 17.058+ .767+ .476 9.712

(-.080) (.000) (.128) (.125) (.090) (.113)

行政级别

　局级和局级以上 16.362＊＊＊… 47.851＊＊＊ 20.225+ 1.314＊＊ -.416 17.961＊＊

(.329) (.439) (.118) (.167) (-.061) (.163)

　处级以下(处级为 2.745 -4.420 -6.923 -1.144＊ -1.134＊＊ -1.096

　　　参考项) (.054) (-.040) (-.040) (-.143) (-.164) (-.010)

　半官方机构(民间 .218 .684 .096 -.689 -.313 5.958

　　机构为参考项) (.006) (.008) (.001) (-.112) (-.059) (.069)

模型其他值

　常数项 1.999 13.405 37.032＊ .602 1.339＊ 10.438

　方程决定系数(R2) .171 .256 .067 .214 .119 .051

　调整后的 R2 .147 .235 .041 .192 .094 .024

　F 值检验 7.246＊＊＊ 12.127＊＊＊ 2.530＊＊ 9.501＊＊＊ 4.665＊＊＊ 1.872+

　个案数 301 301 301 301 301 301

　　说明:不带括号数字为非标准化系数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化系数;

+:P<0.1;＊:P<0.05;＊＊:P<0.01;＊＊＊:P<0.001(单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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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在表 1的全体样本模型中 ,我们将交往投入 、知识运用和职

业流动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得到模型一 ,然后再将行政级别和政策精英

所在机构类型引入方程 ,得到模型二和模型三 。比较这三个模型可以

看出 ,行政级别和知识运用虽然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 ,如海外学历的

作用在行政级别因素引入模型后有所下降 ,但总体上不影响模型各变

量的独立解释力 。同样 ,在引入控制变量机构类型后 ,最受影响的职业

流动体制稳定性的贡献也有所下降 ,但下降后的贡献仍然显著。比较

半官方政策精英和民间政策精英的不同情况 ,从两类群体在社会精英

网的形成机理上看 ,存在细微差别:对民间政策精英来说 ,海外学历有

助于他们扩大网络规模 ,而具有海外学历的半官方政策精英并不比其

他人在交往上更占有优势 。另外 ,两类群体随着行政级别的升高 ,获得

的网络规模上的边际效益有所不同 。半官方政策精英对网络真正起作

用的行政级别跃迁是从“处级”到“局级和局级以上” ,而民间政策精英

只需要从“处级以下”跃迁到“处级”就足以提升自己的网络规模了。从

表1中还可以看出 ,学历对政策精英们的网络形成似乎没有太多作用

(博士 、硕士的标准化系数分别只有 0.027和-0.018),难道我们的知

识运用理论假设与真实情况不符吗 ?

在表 2的阶层结构分析中 ,我们找到了答案 。知识运用不但具有

很显著的贡献 ,而且其“敲门砖”的作用体现得非常突出 ,该作用还呈现

出明显的梯度结构特征。从政治精英网络中的三个子网模型可以看

出 ,具有博士学位的政策精英的标准化系数从省部级官员 、司局级官员

到普通官员 ,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183>0.177>0.091 ,具有硕士学位

的政策精英分别为 0.102>0.089>0.052。同样 ,是否具有海外学历的

作用也有这个特点 ,标准化系数分别是 0.102>0.096>0.022。因此我

们有理由认为 ,在接触更高级官员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学历和海外

学历作为认识更高级行政领导的“敲门砖”(身份标识 、准入基础)的作

用越来越明显。因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社会资本的整体结构回归模

型中认为学历是没有用的 ,相反 ,社会资本的阶层结构分析强有力地证

明了前面的理论假设 。

其次 ,作为另一个身份标识的行政级别的作用 、反映个人努力程度

的交往投入回报以及反映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业流动效应存在阶层间的

梯度结构特征。表 2中 ,行政级别在政策精英认识高级官员中也起到

比认识普通官员更大的作用(局级和局级以上政策精英相对处级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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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子网和司局级子网的标准化系数是 0.329和 0.439 , P<0.001 ,

而其他官员子网的标准化系数是 0.118 ,P<0.1)。相反 ,为了认识高级

官员 ,在交往时间和精力投入的作用上对高级官员的回报明显低于其

结识普通官员时(省部级子网和司局级子网的标准化系数分别是

0.112和 0.103 ,而其他官员子网为 0.156)。这说明政策精英们想仅仅

通过社会活动去结识更高级官员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同时 ,体现人际

交往能力的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指标随着政治精英子网行政级别的提

高 ,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普通官员的标准化系数为 0.128 ,而到了省

部级和司局级官员 ,职业稳定的贡献变得非常不重要)。

第三 ,形成社会精英网络存在准入门槛上的差异 。学术兼职和学

术社团成员两个相对稳定的网络由于进入“门槛”的不同 ,具有不同的

特征 。政策精英拥有学术兼职的难度较大 ,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在

表2中 ,交往投入变量标准化系数为 0.298 ,P <0.001),需要他们具有

一定的社会地位作为保障 ,如海外归国身份(标准化系数为 0.152 ,P <

0.01)或行政级别(局级 、局级以上和以下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167 和

-0.143 ,P<0.001和 P<0.05),而且还需要本人的个性较为具有亲合

力 ,能够长期与兼职单位的其他成员保持良好关系。这一条件反映在

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指标上(标准化系数为 0.125 ,P<0.1)。而学术社

团成员的身份获得并不是很困难 ,因此准入条件相对不那么苛刻 。除

了政策精英同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交往投入的标准化系数为

0.238 ,P<0.001)以外 ,海归身份没有社会兼职网中那么重要(标准化

系数为 0.109 ,P<0.1)。特别是 ,行政级别在社团会员网中的变化更能

说明问题。在社团会员网中 ,真正的行政级别准入门槛在“处级以下”

到“处级”这一级台阶(“处级以下”的标准化系数为-0.164 ,P<0.01 ,

局级和局级以上不显著),而在社会兼职网中 ,“处级”到“局级和局级以

上”这一级台阶才是更重要的准入门槛(局级和局级以上的标准化系数

为0.167 ,P<0.01)。

最后 ,我们综合比较社会结构中三个阶层的情况 。在中国的社会

结构中 ,政府官员始终处于社会核心层 ,因而政策精英们结识政治精英

所需要的条件是最高的 ,模型中所有自变量都是决定政治精英子网规

模的因素 。相比之下 ,社会精英子网的门槛就低一些 ,而结识媒体人员

的门槛最低。我们观察表 2中媒体网络的回归模型 ,数据表明 ,为了结

识媒体单位人员 ,政策精英们只需要投入一定量的交往时间(标准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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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0.120 ,P<0.05)就能产生一定效果。而缺乏其他身份和职业流动

稳定条件都不会影响政策精英结识新闻媒体单位人员(除了行政级别

对认识媒体人员也有一定促进作用外)。

五 、结　论

本文的写作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是构建基于结构主义视角的

社会资本研究路径 ,故本文从社会资本的定义到研究路径上对理论进

行了重塑 。功能主义的观念从一开始就一直困扰着研究社会资本理论

的学者。本文指出 ,社会资本应该以社会网络的结构来定义而不该以

功能来定义。从整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来看 ,结构主义社会资本观

终于冲破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功能主义枷锁 ,同时又最大限度地继承了

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主要结论。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 ,根据结构主义视

角对社会资本进行分析 ,我们能够得到更加丰富的理论发现。因为研

究对象的职业同质性特点 ,我们只研究了网络结构中“网络规模”这一

参数 。当我们沿着结构主义的思路继续发展社会资本理论时 ,诸如“网

络范围” 、“网络顶端” 、“网络低端” 、“网差” 、“结构洞” 、“网络强度”等各

种参数都将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那么可以预期 ,更多在过去功能主义

视角下未知的结论将有望发现 。

第二个目的是探讨在社会学界鲜有人问津的中国政策精英的社会

资本 。根据结构主义的社会资本理论 ,我们分析了政策精英的网络整

体结构和阶层结构。研究表明 ,决定政策精英网络规模的因素有网络

投资 、知识运用能力 、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行政级别 。在我们根据阶

层结构对政策精英的网络进行分析时 ,我们发现了更为丰富有趣的现

象:由于不同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准入门槛” ,各种因素

对网络的贡献作用在阶层间呈现出梯度结构 。其中 ,作为“身份标识”

的学历 、海外学历 、行政级别等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升高 ,对政策精英

社会资本的贡献会逐渐增大。相反 ,作为反映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业流

动体制稳定性和个人人际交往投入的贡献 ,会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升

高而逐渐减少。

最后 ,特别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 ,本文对“职业流动能够

促进社会资本”的“常识”产生了质疑 ,并找到了反例。过去学者理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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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将职业流动视为提升社会资本的因素。但是 ,在我们的研究中 ,我

们用体制“跃迁”和“稳定”的二分法对职业流动进行重新认识 ,根据组

织行为学和心理学关于“离职意愿”与“组织认同”的研究结论 ,结合中

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实际特点对中国政策精英的职业流动过程进

行了分析 。研究表明 ,至少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而言 ,职业流动的体制

稳定反而与社会资本正相关。这一反例使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必须开始

重新审视以往关于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若干命题。

附录A:反馈样本的代表性分析

为了考察我们的调查是否能够代表中国政策精英的整体情况 ,我

们对官方数据和调研数据进行了比较 ,用所在地的机构总数 、研究人员

总数以及各地研究机构的平均规模三个指标的分布来检验调查数据的

代表性 。见表A-1。根据表 A-1 ,我们做出各地区机构数占全国比

例 、各地区研究人员数占全国比例和各地研究机构平均规模的分布 ,见

图A-1 、图A-2和图 A-3。

图 A-1　各地区机构数占全国比例

首先 ,我们考察回收数据在机构个数分布上是否能够代表各地区

的实际分布 。从表A-1可以看出 ,在我们回收的共 25个省(市 、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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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各地研究人员总数占全国比例的官方数据和调研数据分布比较

图 A-3　各地研究机构平均规模的官方数据和调研数据分布比较

区)的样本中 ,北京地区的机构个数回收率相对较高 ,这是因为北京的

底样信息比较完整 ,我们和被调研机构间的沟通也相对容易;有个别偏

远省份没有回收(甘肃 、海南 、内蒙古和宁夏);还有一个非偏远省份也

没有回收(吉林)。从图A-1中官方数据和调研数据所占全部份额的

分布比较来看 ,两个分布显示出相当高的一致性。这说明我们的回收

样本从全国各地区的机构个数分布上来说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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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1　 调研数据与官方数据的地区分布比较

地区

官方数据 调研数据

机构

个数分布

研究

人员分布

平均

机构规模

机构

个数分布

研究

人员分布

平均

机构规模

安徽 43 1036 24.09 3 59 19.67

北京 126 6532 51.84 51 3419 67.04

重庆 45 1001 22.24 12 200 16.67

福建 69 2065 29.93 10 96 9.60

甘肃 35 1372 39.20 0 0 -

广东 76 2098 27.61 15 444 29.60

广西 19 358 18.84 2 120 60.00

贵州 11 213 19.36 2 18 9.00

海南 10 132 13.20 0 0 -

河北 31 1357 43.77 6 150 25.00

河南 54 3791 70.20 7 181 25.86

黑龙江 70 1719 24.56 11 298 27.09

湖北 91 2081 22.87 18 313 17.39

湖南 42 1067 25.40 5 75 15.00

吉林 26 844 32.46 0 0 -

江苏 89 2835 31.85 20 495 24.75

江西 27 1083 40.11 6 205 34.17

辽宁 115 3445 29.96 6 265 44.17

内蒙古 6 717 119.50 0 0 -

宁夏 6 82 13.67 0 0 -

青海 4 107 26.75 1 6 6.00

山东 124 2395 19.31 25 351 14.04

山西 32 980 30.63 8 137 17.13

陕西 31 1300 41.94 4 360 90.00

上海 138 3168 22.96 25 570 22.80

四川 77 1219 15.83 13 269 20.69

天津 92 2710 29.46 19 407 21.42

西藏 3 47 15.67 0 0 -

新疆 14 596 42.57 6 150 25.00

云南 13 313 24.08 2 79 39.50

浙江 115 1926 16.75 24 329 13.71

全体 1634 48589 29.74 301 8996 29.89

　　资料来源:官方数据来自 2003年科技部《全国软科学统计报告(2001-2002)》的数据整

理。调研数据为 2004年中国思想库负责人调查问卷的回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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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考虑到不同地区研究人员在总体结构上可能造成的反馈偏

差 ,我们考察回收数据在不同地区研究人员总数的分布上是否能够代

表各地区的官方分布 。各地区研究人员总数的官方数据和调研数据见

表A-1。在图 A-2中 ,我们比较了两个来源的数据在全国的比例分

布。图 A-2显示 ,北京地区在机构数量和全部研究人员数量上都在

全国占有优势。我们的调研数据和官方数据匹配程度也相当高 。说明

在各地研究人员分布这一指标上 ,我们的调研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第三 ,考虑到机构规模可能对机构负责人对问卷的重视程度造成

的影响 ,我们再考察不同地区回收样本的机构人员规模状况 。首先 ,比

较不同地区的样本平均人员规模的分布 ,见图 A-3。图中显示 ,平均

规模在官方数据和调查数据的差异是随机的:福建 、河南 、青海三个地

区机构样本平均规模低于官方水平较明显 ,广西 、陕西两省机构样本平

均规模高于官方数据较明显。但大部分地区回收样本的调研数据和官

方数据匹配度较高。再者 ,从表 A-1中可以看出 ,全国官方平均机构

人员规模是29.74人 ,而我们的调研数据为 29.89人 ,两个数字相当接

近。同时 ,全国机构个数的官方数据为 1634家 ,我们一共调研了 301

家机构 ,机构个数抽样率为 18.4%;而全国研究人员的官方数据为

48589人 ,我们的调研数据为 8996人 ,抽样中所涉及的研究人员的抽样

率为 18.5%,两个指标的抽样率非常接近 。这说明 ,从全国回收调查

数据结果的总体分析上看 ,反馈数据的机构能够代表全国机构的平均

研究人员规模。这一方法验证了本次调研在总体上讲 ,机构规模并没

有对样本回收造成明显的反馈偏差(Response Bias)。

最后 ,我们考察是否存在由于政策精英对本次调查的抵触情绪而

造成的数据系统性偏差。我们随机抽取了 62位没有反馈问卷的机构

负责人 ,电话询问没有反馈问卷的原因 。结果 ,没有反馈问卷的机构的

原因为:地址不对(10家)、因电话号码更改没有找到人(10家)、电话一

直无人接听(17家)、工作调动或退休(8家)、因故没有收到信(13家)、

未找到收信人(2家)、收到但转给其他人处理(1家)、早已寄出但因故

我们没有收到(1家)。这说明几乎没有人故意拒绝此次调查 ,那些没

有反馈数据的政策精英大多是由于不可抗拒力或无意识行为引起的 。

综上所述 ,本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能够反映中国政策精英的整体

和各地特征 ,数据是可信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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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社会资本网络规模的因子分析过程

分步的因子分析我们采用以下算法:

step1:

SNP ,M =∑
i

θ1i SNP , i +θ14 SNM

SNS =∑
j

θ1j SNS , j

i =1 ,2 ,3;j =1 ,2

step 2:SN =θ21 SNP ,M +θ22 SNS

　　其中SN为标准化后的网络规模因子 , P , S , M 三个下标分别为政

治精英 、社会精英和媒体三个子网络。θ1 和 θ2 分别为两次因子分析

时的因子负载值 , i 和j 分别表示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子网络规模的若

干个维度的指标 。

表 B-1和表 B-2分别是网络规模的统计量描述 、两次因子分析

的结果以及获得标准化后的总网络规模因子的统计量描述 。我们观察

一个特殊个案的情况 。调查中网络规模因子最大的政策精英是中央某

部委经济研究所(正局级事业单位)的所长 ,达到 5.544 ,其学术兼职有

2个 ,参加社会团体 9个 ,认识 50-10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 ,认识 200名

以上司局级官员 ,认识 200名以上其他政府官员与企事业负责人 ,认识

新闻媒体 100-200人 。可见其社会活动范围广 、层次高 。

　表 B-1　 政策精英网络规模因子各指标的统计量描述

政治精英子网络
所有体制 半官方机构 民间机构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认识省部级以上官员人数

1.10人以下 201 66.8 108 67.1 93 66.4

2.10-50人 86 28.6 44 27.3 42 30.0

3.50-100人 10 3.3 6 3.7 4 2.9

4.100-200人 2 .7 2 1.2 0 0

5.200人以上 0 0 0 0 0 0

6.缺失 2 .7 1 .6 1 .7

　认识司局地级官员人数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1.10人以下 56 18.6 32 19.9 24 17.1

2.10-50人 160 53.2 84 52.2 76 54.3

3.50-100人 60 19.9 30 18.6 3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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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政治精英子网络
所有体制 半官方机构 民间机构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4.100-200人 15 5.0 9 5.6 6 4.3

5.200人以上 8 2.7 6 3.7 2 1.4

6.缺失 2 .7 0 0 2 1.4

　认识其他政府机构人员等人数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1.10人以下 26 8.6 17 10.6 9 6.4

2.10-50人 92 30.6 48 29.8 44 31.4

3.50-100人 80 26.6 46 28.6 34 24.3

4.100-200人 48 15.9 24 14.9 24 17.1

5.200人以上 51 16.9 24 14.9 27 19.3

6.缺失 4 1.3 2 1.2 2 1.4

社会精英子网络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其他社会或学术机构兼职数量 3.76 3.072 3.36 3.223 4.21 2.837

　其他社会团体成员的数量 2.99 2.654 2.81 2.590 3.19 2.721

媒体子网络

　认识的新闻媒体单位人员人数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1.10人以下 94 31.2 47 29.2 47 33.6

2.10-50人 135 44.9 76 47.2 59 42.1

3.50-100人 43 14.3 21 13.0 22 15.7

4.100-200人 17 5.6 11 6.8 6 4.3

5.200人以上 6 2.0 3 1.9 3 2.1

6.缺失 6 2.0 3 1.9 3 2.1

　表 B-2　 网络规模的标准化因子负载值与网络规模因子

第一次因子

负载值θ1

第二次因子

负载值θ2
总网络规模因子统计量

认识省部级以官员人数 .470

认识司 局 地级官员人数 .664
.788

认识其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人数 .958

认识新闻媒体单位人员人数 .614

社会组织兼职 .931
.788

社会团体成员 .834

因子平均值 0.000

因子标准差 1.000

　<-1的分布 16.7%

　-1-0.0的分布 39.7%

　0.0-1的分布 28.3%

　>1的分布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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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各有关自变量的统计量分析和相关系数矩阵

　　表C-1是其他相关变量的总体统计量分析以及两类机构的对比

分析 。表C-2中显示的是网络规模因子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

从表中可以看出 ,具有博士学位和海外学成归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行政级别较高的政策精英有很

多是从别的体制单位(主要是政府机构)调动来的 。机构类型对各种因

素的相关关系比较显著。表中显示 ,半官方政策精英的学历 、具有海外

学历的比例和职业稳定性普遍比民间政策精英低 。特别是职业稳定性

指标与机构类型的关系最显著 。正因为机构类型对其他因素具有较强

的多重共线关系 ,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将机构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以检验

机构类型与其他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是否会对整个模型产生影响 。

　表 C-1　 其他相关变量的统计量描述

所有样本 半官方政策精英 民间政策精英

机构类型

　　　　有效数 301 161 140

行政级别

　　　　有效数 300 161 140

　　　　部级或以上 1 1 0

　　　　司 局 地级 53 40 15

　　　　处级 191 100 91

　　　　处级以下或无 55 20 33

学历

　　　　有效数 301 161 140

　　　　博士 94 34 60

　　　　硕士 78 35 43

　　　　硕士以下 129 92 37

是否具有海外学历

　　　　有效数 301 161 140

　　　　是 38 15 43

职业流动稳定性

　　　　有效数 301 161 140

　　　　不跃迁 146 34 112

社会交往投入

　　　　有效数 293 156 137

　　　　平均值 2.29 2.31 2.27

　　　　标准差 0.70 0.72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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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C-2　 各有关因素的相关系数矩阵

博士 硕士 海归
职业

稳定

处级

以上

处级

以下

交往

投入

博士 1

硕士 -.399＊＊＊ 1

海外学成归国 .283＊＊＊ -.088 1

职业结构稳定性 .149＊＊ .078 .071 1

处级以上 -.064 .048 .050 -.139＊＊ 1

处级以下 .021 .040 -.073 .101＊ -.224＊＊＊ 1

交往投入 .087 .040 .092 -.014 -.065 .084 1

机构类型 -.234＊＊＊ -.102＊ -.107＊ -.588＊＊＊ .189＊＊＊ -.154＊＊ .027

　　说明:＊:P<0.05;＊＊:P<0.01;＊＊＊:P<0.001(单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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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 Patterns Between the First Occupation Attainment and Intra-

generationMobility in Gradualist and Radicalist Transition:A revised model

of market transition theor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a' s transformation

Liang Yucheng　34…………………………………………………

Abstract:Market transition theory and its following debates share the same main thought

which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order.
This thought leads to a general empirical research and debate model.Based on this

general model , Verhoeven did a meta-analysis in 2005.However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general empirical research model of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has defects when applied

to China_the model lacks of the controlling the labor sector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 and
an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age and the labor sector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The
absence of these two important variables leads to the biased estimation in previous

empirical research.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the general model need a revision when

applied to China for the different market transition-gradualist transition in China and

radicalist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order between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in terms of the first job entry and

intra-generation mobility.The data from GSS 2003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paper.

The Information-pooling Mechanism of ROSCAs:Preliminary evidences from

Wenzhou and Taizhou Zhang Xiang　59…………………………………

Abstract:Why does someone borrow money from ROSCAs but not from every lender in

the ROSCAs one by one? The author divides the lenders in the ROSCAs into two types

according to their information about the borrower:the more informed and the less

informed.The less informed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borrower from the behavior of the

more informed.And the meeting also facilitat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supervision among the members in the ROSCAs.The information-pooling mechanism in

ROSCAs can lower the transaction cost and help the capital demander borrow money from

the less informed.Using data and cases from Wenzhou and Taizhou , the author supports

some deductions of the Information_pooling mechanism.

Social Capital of Chinese Policy Elites:An analysis in the view of

structuralism Zhu Xufeng　86……………………………………………

Abstract:The study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has always been baffled by its functionalism.
To avoid logical tautology and self_contradictory problems on measurement , this article

243



proposes a structural approach on the study of soical capital theory , which means that

social capital should be defined by its network structure rather than its network function.
Based on a structural approach ,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verall_
structure and class_structure of the networks of Chinese policy elites.Having surveyed 301

representative policy elites from 25 provinces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2004 , we found that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intercourse process , namely , identification mark , interpersonal skill
and individual efforts , which are embodied by the four variables of education , system
stability of job mobility , administrational level , and social intercourse participations , hav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capital of policy elites.Moreover , because of the

“ admittance doorsill” effect that we tend to classify the groups we are communicating with

according to their class ,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se factors above show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ladderlike structure.

The Psychological Link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The concept of

social mentality Yang Yiyin　117………………………………………

Abstract:This article proposes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social mentality ,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entality framework.It is believed that social mentality is a pervasive

and all-encompassing macro-phenomena embedded in the whole society.It is the

summation of the emotional tune , social consensus and social values.Social mentality

influences social participators' potential contingencies and emotions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 motivation and emotion , de-individualization.This

mechanism relie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popularity , consensus , motivation and

confidence towards future to interact the relationship with mainstream ideology.Social

mentality is ruled out from the homogeneity of individuals' mentality , but not merely a

simple summation.However , it is a newly originated , self-characterized and self-
functional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It reveals the ultimate macro_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s a whole.

Causal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Wang Tianfu　132…………………

Abstract:Causal analysis is the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It is also the key for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discipline building.However , we now fac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social research.To a certain extent , part of the reasons lies in neglect of

causal analysis or weak understanding of i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clear

account of the concept of causality , to remind researchers of the importance of causal

analysi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research examples , to give some basic rules and

strategies in causal analysis.In reaching general conclusions with explanatory powers ,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in

applying caus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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